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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國，尤其是南方，勞工非政府組織（以下簡稱勞工 NGO）發揮了提高工人意識的作用。

本文從歷史角度出發，認為在過去三個十年來，勞工 NGO 與工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過去，工人對勞工 NGO 的依賴，以及中國內地 NGO 對境外 NGO 的依賴，是一種非對稱的依

附關係，現在則已變成了合作夥伴關係。而最新情況顯示，一些工人群體已經意識到自身

與其 NGO 顧問之間存在利益分歧。本文對這些演變中的關係的分析，是放在專制政治制度

的背景下進行的——這種制度使得各方都需要用複雜的方式制定戰略。2016 年中國沃爾瑪

工人一系列相互呼應的罷工和其他集體行動，為本文提供了研究案例。 

 

關鍵字：中國;工人;中國勞工 NGO;香港勞工 NGO;沃爾瑪 

 

中國開放外資允許本土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像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中國

成為了全球產業鏈上的廉價勞動力供應者，而且供應量十分龐大。中國富裕沿海地區的出

口行業大量雇用來自貧窮農村地區的農民工（有關後者所受剝削的文獻記載已經十分詳

細）。儘管該勞動群體的規模不斷擴大，現已超過 1.5 億，但官方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

（下文簡稱全總）作為中國唯一的工會，卻幾乎沒有作出任何改變。作為執政黨的從屬機

構和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全總與地方政府和工廠管理層密切合作，常常對工人所受剝削視

而不見（A. Chan, 1993; A. Chen, 2003; Friedman and Lee, 2010）。在這種工會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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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英文版： Anita Ch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NGOs and Chinese Workers i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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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缺失的情況下，填補空缺的是勞工 NGO。它們相當於西方國家的“工人中心”

（worker centres），向工人提供幫助，填補一些維護勞工權益的任務（Howell, 1995）。 

 

中國的出口製造業首先在南方省份廣東發展，該區現在仍是全球產業鏈在中國的最大製造

中心，故中國大部分勞工 NGO 也集中在廣東。為了避免受到當局監控，它們大都註冊為企

業、社區中心、職業健康與安全的諮詢機構、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根本不去註冊。其工作

人員的數量取決於每個機構獲取境外資助的能力，但通常都只有寥寥幾人。儘管如此，地

方政府和官方工會還是會把它們看成潛在的煽動者，認為他們會引發工人群體的不穩定和

反抗。 

 

由於外國學者對中國公民社會興起的關注，關於勞工 NGO 的文獻數量不斷增加。這些著作

大多特別關注兩個領域。第一是勞工 NGO 與黨-國的種種關係——包括黨-國對勞工 NGO 的

懷疑和敵視，全總最近試圖收編勞工 NGO 的戰略（Xu, 2013; Howell, 2015; Fu, 2016），

不服從者就遭打壓。官方迫使勞工 NGO 屈服的手段包括加劇騷擾、盤問與鎮壓（Cao, 

2015; Franceschini and Nessosi, Forthcoming 2018）。為了扼殺 NGO 的海外聯繫和資

金來源，2016 年中國政府還通過了《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並於 2017 年開

始實施。 

 

第二個關注領域則是關於學者對勞工 NGO 在中國勞工運動中發揮何種作用的爭論——它們

是否起到幫助工人增權的作用，還是阻礙了集體意識的發展？有學者認為，在組織工人方

面，中國勞工 NGO 可以取代工會。
2
 也有學者對勞工 NGO 提高工人意識的效果持懷疑態度，

並認為它們其實阻礙了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e.g., Froissart, 2005）。更極端的負面

立場甚至批評勞工 NGO 是“反工人團結的機器”（Lee and Shen, 2011），此種觀點認為，

勞工 NGO 幫助個體工人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使得工人群體分散化、個體化，阻礙了工

人發展自我組織、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參與集體行動。這種觀點還認為，勞工 NGO 無意中協

助了專制政權化解工人不滿的隱秘議程，阻止了工人階級走上激進集體行動的道路。還有

一種觀點認為，勞工 NGO 的工作面臨許多困難，因為除了他們跟黨-國家的矛盾， 另外一

個原因是他們覺得很難獲得工人的信任（Franceschini, 2014）。 

                                                                 
2
 出自潘毅在“勞動爭議比較：中國和歐洲爭取更高工資和更好工作條件的運動”會議上的發言，該會議於 2011 年 9 月

22 至 24 日在維也納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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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第二個領域而言，有一點還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境外勞工 NGO、中國勞工 NGO 和

工人之間的關係，是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現有研究主要採用“單點即時”的研究方法，

只關注研究展開時的情況，沒有考慮之前的發展過程。由此構建出的勞工 NGO 和工人之間

的關係是靜態的。用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不論消極還是積極，都忽視了各方關係的動態

變化，並且存有偏見的風險。為了糾正這個問題，本文採用了時間跨度的研究方法，涉及

過去三十年的歷史。 

 

在此背景下，本文將中外勞工 NGO 之間、以及勞工 NGO 與工人之間的關係，劃分為三個階

段。第一階段，在廣東省的農民工中，勞工行動非常有限。來自香港的勞工 NGO 在該省建

立起小型勞工 NGO，制定了自上而下的戰略，吸引和培訓潛在的工人積極分子。隨著時間

的推移，這些工人積極分子開始自己組建勞工 NGO。在這一階段，中國內地的勞工 NGO 與

其境外的導師和資助者之間，是不對稱的依賴關係 (asymmetrical dependency 

relationship)。第二階段是一種共生關係（symbiotic relationship），一些內地勞工

NGO 與香港和外國的資助方建立起了更平等的合作夥伴關係。然而，隨著近年來中國政府

對內地勞工 NGO 的打壓，又出現了新的階段——一些工人已能夠自主地組織起來。其中一

個值得關注的案例，就是 2016 年全國各地沃爾瑪工人組織的一系列抗議和罷工——這場

勞工鬥爭是曲折的，而且隨著勞工 NGO 的介入，其內部還發生了分裂。 

 

本文還觸及到財務生存這一非常敏感的議題——此前尚未有其他有關中國勞工 NGO 的研究

對此有所提及。寫有關勞工 NGO 如何在專制政權下通過改變策略來維持政治生存已經不少，

內容涵蓋他們的奉獻精神、堅忍和克服逆境的勇氣。與工會不同，勞工 NGO 沒有正式的會

員制度，它們需要資金來維持組織和推行項目。但是，金錢會決定權力關係，並在資助方

和受資助方之間產生衝突。金錢也可能導致腐敗，在勞工 NGO 圈內，盛行著有關某些團體

腐敗的傳言。3但對外這是一個諱忌莫深的話題。此外，《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

通過之後，一些勞工 NGO 為了使項目符合境外資助方的項目議程，不得不採取更為複雜的

運作方式，因此有時會出現勞工 NGO 和一些工人之間的矛盾。 

 

研究方法 

                                                                 
3
 作者在擔任某勞工非政府組織理事會成員期間，曾親歷過兩起腐敗事件。其中一起涉及金額相當可觀，但該組織至今

仍在維持運作。這些年來作者也聽說過一些其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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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歷史部分所使用的資訊，主要來自於作者過去三十年來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數十次考

察訪問，也有部分來自二次文獻和一次文獻。有關中國內地勞工 NGO 的相關資訊，來自於

作者參加在香港舉行的工作坊和會議時接觸到的內地勞工 NGO 工作人員發表的報告和評論。

有關內地勞工 NGO 的最新資訊，是作者在 2014、2015 和 2016 年的三次實地訪問期間收集

到的。其中最後一次訪問，是在廣東警方大規模拘捕勞工積極分子事件（2015 年 12 月）

和沃爾瑪工潮分裂發生之後，特別有助於作者瞭解這兩起事件過後勞工 NGO 的情況。在這

幾次訪問期間，作者採訪了五位關鍵的勞工積極分子，他們分別領導著五家勞工 NGO。作

者對這些採訪進行了錄音並逐字轉錄成了文字。訪問期間還在深圳同一些沃爾瑪工人會面。

從 2016 年中旬開始，作者經常流覽沃爾瑪工人的社交媒體聊天記錄，從而深入瞭解了沃

爾瑪工潮關鍵人物之間的爭論和衝突，以及相關工人和勞工 NGO 之間的關係。 

 

全球勞工 NGO 關係鏈以及參與者之間的權力關係 

 

中國政府的專制性質，造成了中國境內勞工 NGO 的與眾不同。外國標準的工人中心，一般

由本地資金支援，為工人提供服務並説明他們進行組織；中國勞工 NGO 顯然與此不同。後

者包括幾種不同類型的參與者，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共同組成一個關係鏈條。鏈條的一端

是來自發達國家的資助方，其中包括工會、外國勞工 NGO、外國使領館、宗教組織、人權

團體、勞工律師團體等等。由於中國政府的控制，這些資助方大多不會在中國內地運營，

而是選擇為香港勞工 NGO 提供資金，支援其開展內地項目——這些項目的具體執行則交給

內地勞工 NGO 完成。一些香港勞工 NGO 設法在內地設立了機構，但必須保持低調。香港勞

工 NGO 的作用不僅是為內地勞工 NGO 提供資金，它們還要監督資金是否正確使用——這點

也非常重要。它們是外國資助方與中國內地剛剛起步的獨立勞工運動之間的聯絡人。4近年

來，越來越多的外國資助方開始與中國內地勞工 NGO 建立直接聯繫，香港勞工 NGO 的作用

便隨之減弱。 

                                                                 
4
 有關中國勞工 NGO 的著作，往往忽視了香港勞工 NGO 的先驅作用，但至少有兩位學者承認了後者的貢獻（C. Chan, 

2012; Xu,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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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依附關係:香港勞工 NGO 與中國農民工 

中國於 1997 年收回了香港主權，那麼，香港 NGO 應當算為是外國 NGO 還是中國 NGO? 中國

政府沒有改變他們在英國殖民地的地位，繼續將香港勞工 NGO 當為境外組織。中國內地的

NGO 和工人，以及香港勞工 NGO 自身，也是如此認為。就此，香港勞工 NGO 就要受到新頒

佈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制約。矛盾的是，雖然香港人被中國政府視為

她的國民，但其公民身份地位卻是模糊的，這令其在高壓的政權下處於弱勢境地，因此在

內地工作的香港 NGO 工作人員必須非常謹慎。 

 

上世紀 80 年代，深圳成立了中國最早的出口經濟特區，迅速吸引大批香港廠商前去設廠。

在香港不敢做的他們在深圳就為所欲為，壓榨農民工，遠比在香港厲害。首先注意到這種

情況的是關注社會的香港政治和勞工積極分子（Lee, 1998）。到九十年代中期，香港一

些具宗教背景的和青年面向的 NGO，開始在深圳建立和資助勞工 NGO。起初，深圳當地政

府和官方工會並沒有將這些由少數年輕人組成的勞工 NGO 視為挑戰。那時的農民工群體，

大部分是教育程度很低的年輕女性，她們多為十八至二十歲出頭，甚至低於法定工作年齡；

大部分住在廠區內非常擁擠的宿舍之中，工資約為香港同類工作的十分之一。一些工人為

了攢錢寄回家，每天只吃兩餐（A. Chan, 2001, 2002; Pun, 2005）。他們是廣東省社會

階層中的最底層，其中大多數人甚至從沒見過城市。這些不滿二十歲的年輕人，坐著骯髒

顛簸的長途汽車一路跋涉，終於第一次來到了城市；他們的帆布行李袋裡一般是幾件衣服、

寢具、茶缸和臉盆——人們可以輕易認出他們的農民工身份。如果找不到工作，中國的戶

籍制度就會剝奪他們留在城市的權利。如果被官方發現沒有適當的證件，他們可能會被抓

捕——先關進擁擠的拘留所，再遣送回鄉。男性農民工被雇主認為不好管束，很難在工廠

找到工作，因此狀況更加被動。有些男工因為害怕被警察抓進收容所，在沒找到工作之前

都不敢上街。這樣的戶籍制度，在許多方面都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相類似（Alexander 

and Chan, 2004）。 

 

在公共話語體系中，農民工被稱為“打工族”、“弱勢群體”或“農民工”。所有這些標

籤，都是將他們置於中國經濟發展新時代的受害者地位。在城市居民眼中，來自農村的工

人要麼是可憐的，要麼是理應受到鄙視和虐待的賤民。農民工感歎自己命苦，也接受這些

標籤。香港勞工 NGO 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慢慢改變年輕農民工的心態，給他們介紹法律和他

們的權利，教他們如何看懂工資單，如何討薪，如何獲得法定工傷賠償等等。勞工 NGO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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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會特意培養那些具有積極分子潛力的工人，提高他們的勞權意識。只要勞工 NGO

不宣揚獨立工會、鼓勵罷工等敏感話題，當局就會容忍他們的存在。 

 

從不對稱關係走向比較平衡的合作夥伴關係：中國內地和香港勞工 NGO 

 

在新千年之後的十年內，香港勞工 NGO 的耐心耕耘得到了回報。很多身在廣東省的勞工積

極分子經過培養成為勞工 NGO 工作人員，並逐漸建立起從屬於香港組織的本地勞工 NGO。

今天中國內地勞工 NGO 的創始人，很多都是香港組織培養出的第一代勞工積極分子。有些

中國內地勞工 NGO，是中國工人自己建立的——他們很多以前都是工人積極分子，年齡大

約都是三十出頭左右。其中為數不少的人（特別是男性），都曾在易發生工傷的崗位工作

過：在經歷過工傷後（如在金屬加工廠失去手指、手或手臂），他們曾盡力爭取賠償，積

累了鬥爭的經驗。曠日持久的司法程式使他們成為了勞動法專家，也強化了他們鬥爭的決

心，於是開始幫助其他工人通過法律途徑去爭取賠償。這些為勞工 NGO（特別是那些法律

援助類型的組織）工作的 “赤腳律師”，有數百名之多。勞工 NGO 的項目通常包括法律

諮詢，普及法律知識，幫助工人通過法律途徑獲取工傷賠償，以及職業安全與健康培訓等。

此類活動需要外部資金支援，因此香港勞工 NGO 繼續充當資金進入內地的管道。 

 

隨著時間的推移，本土勞工 NGO 漸漸脫離與香港組織的依附關係；特別是在它們能夠直接

從國際資助方獲得資金之後， 他們就慢慢獨立起來。然而，二者之間的紐帶並未完全終

斷。兩地一些勞工 NGO 逐漸發展為共生關係。內地的工人和勞工 NGO 工作人員缺乏與境外

世界溝通所需的外語能力，因此仍然需要香港同行的説明。而那些缺乏資金的內地組織也

需要香港同行説明他們弄懂如何申請境外資助，包括如何起草項目申請書，如何撰寫項目

的報告給資助方，或是如何參加國際會議和出境遊學。而香港勞工 NGO 則被中國政府限制

在一個灰色地帶——它們不能在內地公開運營，只能通過和內地組織合作才能展開活動。 

 

這樣下來的結果就是香港和內地勞工 NGO 出現了多樣化的關係。那些擁有獨立資金來源的

內地勞工 NGO 變得更加自主，而依賴香港組織為資金管道者則必須保持依附的關係。那些

信任和尊重內地同行的香港勞工 NGO 將前者視為合作夥伴，視自己的角色為內地勞工運動

的推動者。但是，那些仍然與內地勞工 NGO 保持資助關係的香港組織，卻利用手握資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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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繼續為了自身或資助方的議程干預指揮內地同行的活動。文章稍後會討論這種行為

如何引起工人和勞工 NGO 之間的爭論。 

 

工人集體行動取代勞工 NGO 的項目意向 

 

中國勞工運動在 2006 年進入了新的階段，其標誌性事件發生在山東省煙臺市一家名為澳

利威（Ole Wolff Electronics）的小型電子公司。在一次罷工中，工人經選舉成立了工

會。其中一名罷工者的丈夫名叫張軍，是另一個廠的電工；他自學過勞動法成了澳利威罷

工工人的法律顧問，並在此後四年中幫助他們艱難維持住了工會的運作。雖然此事件僅涉

及不到一百名工人，但在作者看來其意義重大，原因有以下幾個。首先，不論是罷工工人

還是張軍，事前都未接觸過任何勞工 NGO，因此該事件完全是由工人的自主抗爭推進的。

據作者所知，澳利威工會是中國第一個因罷工而成立的工會，也是第一個由工人自發建立

後得到全總承認的工會（A. Chan, 2015: 105-108）。澳利威工會的誕生標誌著一個新階

段的開始——一些中國工廠工人已經具有了勞動主體性（Globalization Monitor, 

2008）。在隨後幾年中，有些工人在抗爭時除了提出工資福利等物質要求外，偶爾也會提

出由工人自由選舉工會支部領導人的要求（C. Chan, 2010; A. Chan, 2015; C. Chan 

and Hui, 2017）。由於工會支部選舉是法律許可的，所以雖然十分罕見，但還是有地方

工會官員勉強允許的例子。但是，通常工會官員都會試圖操縱選舉（中國的工會支部選舉

採用兩輪投票制），以確保他們可以繼續控制新選出的支部領導人。2010 年發生在廣東省

的南海本田罷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罷工後的工會選舉就是被本田管理層和官方工會

操縱了（C. Chan and Hui, 2012）。 

 

二十一世紀頭十年，工人自發罷工的數量越來越多，但這與勞工 NGO 沒有任何關係。例如，

2014 年和 2015 年的廣東裕元鞋廠罷工，雖然有四萬名工人參加，但和勞工 NGO 無關（Hui 

and Timmons, 2015）。當時，不管是裕元還是其他罷工，驅動因素都是工人要求雇主補

繳多年積欠的養老保險費。二十多年前，大部分農民工都是二十多歲，並不特別關心雇主

是否依法繳納養老保險費，因為他們自己也不願繳納工人應繳的部分。但現在在許多行業

中，部分工人已經是四十甚至五十多歲。數十年的沉重勞作消耗掉了他們的體力和健康，

使到他們開始擔心退休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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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廣東省經濟增長放緩，導致大量工廠搬遷和關閉，更加劇了這些工人的擔憂。不負

責任的雇主經常一走了之，工人無處討要拖欠的工資、社保費和遣散費。這便是 2014 年

裕元罷工的催化劑——它導致這家全球最大鞋業公司的四萬名工人停工大約二十天。罷工

是由老工人發起的，這種激進行動可能是唯一可以阻止老闆帶走他們的“血汗錢”的辦法。

在過去幾十年中，幾乎所有農民工都是二十多歲，流動率非常高，限制了勞工抗議經驗和

教訓的累積；但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已培養出經驗和信心。今天的工人和勞工 NGO 工作

人員都已不再是年輕人了。勞工 NGO 的負責人往往至少有四十歲，有些甚至是五十多歲。 

部分工人願意承擔風險的決心，已經超越了勞工 NGO 提高工人意識的議程。因 NGO 限於政

府的緊密監視，他們必須保持用溫和且合法的行動。通常，勞工 NGO 工作人員在罷工開始

後才趕去現場，希望可以説明罷工者更好地組織起來，建議如何談判提供建議等策略。其

實他們沒有能力動員數千名工人罷工或走上街頭。5 2014 年（Lau, 2014）和 2015 年

（Hui and Timmons, 2015）的兩次裕元罷工證明了工人有能力自己發起大規模集體行動。 

 

政府打壓孕育出的抗拒意識 

 

儘管中國勞工 NGO 沒有組織罷工的能力，當局仍然愈發對其敵視——擔心它們是潛在的不

穩定製造者。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確實如此，因為勞工 NGO 多年來的努力的確幫助勞工積

極分子意識到自身的合法權利，因此它們首當其衝地受到了當局的打壓。為了確保勞工

NGO 不敢越界，當局會通過定期騷擾來對其示警，讓它們認清自身被動的處境。2012 年，

廣東省地方政府為了加緊枷鎖，實行了一種新的策略——給勞工 NGO 的房東施壓，讓其驅

趕這些租客。但經歷了多次驅趕之後，勞工 NGO 也就習以為常了。正如一位勞工 NGO 工作

人員在 2014 年告訴作者: “我們已經習慣了。之前被驅趕，要花幾天時間收拾東西；現

在只需買幾件舊傢俱，一天之內就搬進新地方”。這些組織並未因此放棄，而是毫不妥協

地繼續開展活動。他們也習慣了被官方的傳話者叫去“喝茶”——這種禮貌的會面已經成

為一種遊戲。雙方都知道對方知道什麼，但都假裝不知道。 2016 年，一位勞工 NGO 工作

人員甚至表示這是一種積極互動： 

 

                                                                 
5
有關罷工的自發性，以及勞工 NGO 工作人員在 2015 年大逮捕之前兩年中在罷工現場的日常活動，在《凶年之畔》中有

所描述。這是一部有趣的紀錄片，由中國導演黃文海執導。他與勞工 NGO 工作人員一同生活過數月。作者看過的本片

是長達三小時的未剪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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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我們必須向當局報告所有事情，但告訴他們你在做什麼是有好處的，因為反正

他們也知道你的活動。他們知道了你沒有跟他們對著幹，就不會施加更大的壓力。我

認為這種對話是必要的（Franceschini and Nesossi, Forthcoming 2018）。 

 

然而，警方有時也會施以重手，指使流氓去勞工 NGO 的辦公室打砸傢俱，搗毀辦公室，威

脅甚至毆打工作人員（Wen, 2012; Ong, Forthcoming 2018）。 

 

香港勞工 NGO 在香港境內則不會受到騷擾，縱然香港的政治和公民自由也日益被受到威脅。

香港勞工 NGO 仍然在悄悄充當為內地勞工 NGO 傳遞境外資金的管道，仍然在向海外勞工界

宣傳中國工人的鬥爭，以及仍然為內地勞工 NGO 工作人員提供安全的避風港，讓他們來香

港短暫訪問，自由地表達觀點和交流經驗。2014 年作者參加了一個在香港舉行的工作坊，

十幾家內地勞工 NGO 成員亦前來參加，並一同對中國日益嚴峻的政治環境進行了深入分析

和討論。從他們發言的方式看到他們再也不是被動接受外國智慧的勞工 NGO 了。由於他們

是直接承受打壓的對象，他們已制定了自我保護的應變方案，並在需要的時候實施。那次

會議上，在討論面對鎮壓應採取的策略之前，他們都卸下了自己手機中的 SIM 卡。討論結

束時達成的共識是，應允許怯懦害怕的可選擇離開運動，選擇留下的則應做好被捕準備。 

 

鎮壓與境外勞工 NGO 

 

習近平主席 2013 年上臺以來，中國的全面政治收緊也加劇了對任何潛在勞工動盪的打壓。

習近平和其他領導人都深信與來自民主社會的境外 NGO 接觸是一種顛覆行為，會傳播煽動

社會不穩定的意識形態和鼓動“顏色革命”（ Shi-Kupfer and Lang, 2017; Fu and 

Distelhorst, 2018）。頒佈新的境外 NGO 管理法也是為了阻止民主思想在中國傳播。 

 

早在該法通過的一年之前，已有連續針對各類 NGO 被鎮壓的事件。例如，2015 年 3 月，數

個城市的女權積極分子僅僅因為試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發放反性騷擾傳單同時被捕，被關

押了五周（Branigan, 2015）。兩個月後又抓捕關押了兩百多位著名人權律師

（Leavenworth, 2016）。2016 年 1 月又逮捕了某瑞典 NGO 駐北京工作的一名瑞典籍員工，

罪名是非法提供資金。該組織的活動包括為民間和維權律師提供培訓。被捕員工在中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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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臺節目中公開認錯之後，才被釋放（Phillips and Holmes, 2016）。這起事件無疑是

一種警告，表明一旦新的境外 NGO 管理法開始實施，中國政府將會強力執行。 

 

針對勞工 NGO 工作人員的鎮壓發生在 2015 年 12 月。最初，分別來自廣東的幾家勞工 NGO

的十一人被抓捕和關押。其後有四人免起訴獲釋，跟著又釋放了兩人，但剩下五人卻以擾

亂公共秩序罪被拘留（Chen, 2015; Phillips, 2015）。為什麼這五人會被拘留？作者估

計是因他們的共同點是與他們的主要資金來源有關，這可追溯到廣東省最活躍和最大的內

地勞工 NGO——番禺打工族服務部；他們的資金來自香港最大，資金最雄厚的勞工 NGO—

—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以下簡稱 CLB）（CLB, 2017）。這次鎮壓大

約三周之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極長的文章，指控番禺打工族服務部主任曾飛洋從

CLB 處獲取了大量資金，並接受後者的指揮（Zhang, 2015）。 

 

這裡先簡要介紹一下 CLB。該組織是香港勞工 NGO 中的一個異類。雖然位於香港，但 CLB

的領導者和員工都不是香港人。它由韓東方創立。韓東方早年是一名北京工人，他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期間曾短暫組織過一個自治工會，並從此廣為人知。自 1994 年以來，韓東

方一直在香港流亡，並獲得了來自西方政府、海外工會和其他組織的許多獎項和大量資助

（Wikipedia, 2017）。韓東方將自己打造成可以代替全總代表中國工人的人物，並且在

國際上獲得了承認；在部分國際勞工界眼中，他具有很高地位。與其他香港勞工 NGO 相比，

CLB 在香港的員工數量要多很多；它還將資金分配給多個內地勞工 NGO，讓它們用來開展

項目。自 2010 年以來，韓東方一直在推動 CLB 的內地合作夥伴實施 CLB 的促進集體談判

的項目。中國當局早已知道這些活動，但直到 2015 年，都採取了默許的態度。 

 

2015 年，中國 NGO 界對難以預測的境外 NGO 的法律倍感緊張。在該法草案第二稿發佈三個

月之後，韓東方在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發表了講話。他

出人意料地坦明：“我們已經在中國建立了強大的勞工 NGO 網路，致力於推動工作場所集

體談判制度。在過去五年中，我們參與了 70 多起集體談判案件”（Han, 2015: 7）。在

如此高調的場合發表這種公開的話標榜自己在中國內地組織活動的規模和成果，並且是在

中國政府起草有關境外 NGO 的法律之時，無疑會引起中國政府和全總的密切關注。在作者

看來，把韓東方在美國的講話與五名中國勞工 NGO 工作人員的被捕聯繫起來並非牽強附會，

因為被捕者都直接或間接接受過韓東方的資金。《人民日報》的文章還詳細敘述了曾飛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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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過複雜隱秘的銀行交易每年從 CLB 獲得超過十萬美元的資助。為了詆毀曾飛洋，該

文還聲稱他中飽私囊，並因此過上奢華的生活（Zhang, 2015）。 

 

韓東方（2015a）在回應該文的公開信中，並沒有否認這些 NGO 的資金是來自 CLB 的。更

甚的他在信中還承認 CLB “通過協助自發組織罷工維權的企業工人選舉產生談判代表，理

順談判訴求，確定談判策略，將眾多 “野貓式” 罷工成功導入勞資集體談判”。令人驚

訝的是，韓東方還透露說，因為來自當局的壓力越來越大，曾飛洋曾要求他停止寄錢，並

表示最好由曾飛洋自己直接聯繫資助方。實際上，勞工 NGO 圈內也有傳言說接受 CLB 的資

金風險太大，而且 CLB 對他們的控制太厲害，他們必須付出放棄自主權的代價。2016 年

底接受作者採訪的四家廣東勞工 NGO 證實，大部分獲得過 CLB 資助的內地勞工 NGO 都抱怨

過缺乏自主權。 

 

當作者問到他們如何看待韓東方在美國發表的聲明以及他回應《人民日報》的公開信時，

有三位來自不同 NGO 的受訪者表示這些行為對中國勞工 NGO 是有害的。例如，其中一人說

道： 

 

我們的大陸同事讀了韓東方的公開信之後，認為這封信根本不是保護我們，相反還具

有負面影響。它會使我們面臨更大的風險……他這樣做可能有自己的理由......是的，

當局確實知道 [有關錢的事情]，但你不應該公開這樣說或這樣寫。6 

 

在下一節中，作者會使用沃爾瑪工人的案例來進行論述。沃爾瑪工人的鬥爭，反對的是公

司引入顯然對工人不利的“靈活”工時系統。從很多方面來說，沃爾瑪的案例能很適合展

示工人自發組織的出現，也導致一些勞工 NGO 與工人之間出現了互不信任的新關係。這場

鬥爭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它通過社交媒體平臺把來自數以百計工作場所的兩萬名工人

組織起來。參與鬥爭各方彙聚出的巨大壓力，使得在 2016 年下半年各方之間的內在矛盾

爆發為前所未見的公開對抗。 

 

2016 年沃爾瑪勞工鬥爭 

                                                                 
6
 這些資訊來自作者在 2016 年 11 月和 12 月對廣東省的兩次研究之旅。作者分別訪問了四位勞工 NGO 工作人員和幾位

密切參與或積極投入勞工運動的個人（其中包括兩名工人）。 



12 
 

 

2006 年，全總在中共的指令下要遏制不斷增加的工人抗議活動，方法之一是利用最知名的

外資在華企業來樹立榜樣。當時全總用“地下活動”的方式來組織沃爾瑪工人，比如在工

人上班之外的時間偷偷的找工人談話，經過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在資方並不知情的情況下，

約 15 家沃爾瑪店鋪通過民主選舉建立起了工會支部。全總公開宣佈這一既成事實後，沃

爾瑪與全總更為保守的官員達成了一個協議——後者允許沃爾瑪管理層控制這些工會支部

（A. Chan, 2011），並以工人的名義簽署了所謂的“集體協定”。如今，已有四百多家

沃爾瑪中國店鋪成立了工會支部，但全部都是黃色工會（Unger, Beaumont and Chan, 

2011）。然而，意想不到的後果是，沃爾瑪工人也因此有了機會成為工會支部選舉候選

人——儘管幾乎所有選舉的結果都是事先決定的，但工人還是可以利用競選來公開宣傳自

己的觀點。7 

 

因為過度擴張，沃爾瑪在中國的利潤出現了下滑，於是公司開始操縱工資計算，加大工作

量，縮短工時，為避免支付加班費而減少加班，增加兼職人員的比例，裁員，甚至關閉了

一些店鋪。這些手法導致了工人嚴重不滿（He and Liu, 2013; Pringle and Crothall, 

2017）。 

 

2014 年，位於不同省份的兩個沃爾瑪工人組建了名為“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以下簡稱

聯誼會）”的網路論壇，用來聯絡全國各地的沃爾瑪工人。其中一人是深圳的張利亞，他

曾在 2015 參加過所在店鋪的工會主席選舉。另一人是山東煙臺的張軍，也就是前文提到

的説明澳利威工人組織工會的那名電工。因為在澳利威事件中的積極角色，張軍失去了工

作，還上了黑名單。失業以後，他花費大量時間在網上為工人提供法律諮詢。後來為了維

持生計，他在當地沃爾瑪找了一份低薪工作。張軍在沃爾瑪工作的四年半時間裡，每次去

其他城市都會到訪當地沃爾瑪店鋪，希望能遇到其他工人積極分子。最終他遇到了張利亞。

二人都有過跟管理層鬥爭的經歷。最初他們對聯誼會並沒有太高期望，只是想建立一個網

路平臺，讓沃爾瑪工人可以交流經驗、表達不滿和相互精神支持（WCWA, 2014）。2015 年

底，張軍迫於壓力從沃爾瑪離職（他的妻子繼續在那裡工作）；五個月後，張利亞也被解

雇。雖然不再是沃爾瑪工人，但二人此後仍繼續主持聯誼會。 

                                                                 
7
 有學者（Li and Liu, 2016）詳細介紹過一個非常罕見的案例：2013 年，一家沃爾瑪店鋪比較開明的管理層曾允許工人民

主選舉過工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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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中旬，沃爾瑪宣佈實施“綜合工時制”，逐步把固定工作時間改為極其靈活的

工作時間安排。實施後，工人的工作時間將會變化不定；管理層也可以隨意安排班次，使

到無需支付加班費。這引起了工人的恐慌。聯誼會於是展開行動——張軍發佈多封公開信，

解釋新制度將會產生的嚴重後果。突然之間，聯誼會的網路會員人數激增至一萬人，後來

又增加到兩萬人。這使聯誼會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單一私營企業跨分店工人自發的網路。 

 

根據十年前參與澳利威罷工時與全總接觸的經驗，張軍想出的策略是要求全總和地方勞動

部門負起約束沃爾瑪的責任。聯誼會積極分子向全總和地方政府機構連續發出公開信與拜

訪了相應的政府部門。在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沃爾瑪強制執行新的工時制度未果之後，江西

省南昌市的沃爾瑪工人宣佈拒絕簽署包含新制度的合同，並於 2016 年 7 月 1 日開始罷工。

聯誼會會員表示支援的資訊如潮水般湧來，各地心有不平的沃爾瑪工人都將南昌同事視為

楷模。南昌這家店鋪，十年前曾民主選出過工會主席。但是，資方因為他公開拒絕簽署沃

爾瑪制定的對工人不利的所謂集體協議解雇了他（A. Chan, 2011）。南昌工人罷工之後

不久，其他城市的三家沃爾瑪店鋪的工人也跟隨罷工。聯誼會成為組織中心，鼓舞著全國

沃爾瑪工人的士氣。聯誼會的帶頭人相信資方和地方工會都非常擔心罷工蔓延，若然成真，

沃爾瑪很可能會妥協。 

 

就在沃爾瑪工人愈發積極之際，著名勞工律師段毅從深圳趕到南昌，建議工人停止罷工。

據報導，段毅的說辭是，根據相關法律，如果罷工持續三天，工人敗訴的機會可能就會增

加。工人就是否繼續罷工產生了分歧，但最終接受了段毅的建議。罷工一結束，沃爾瑪立

即向積極分子報復——在接下來的半年裡，恐嚇、騷擾和解雇了最活躍的幾十名積極分子。 

 

2016 年 7 月下旬，《人民日報》終於公佈綜合工時制不適用於零售行業。但該文並未提及

沃爾瑪（ACFTU, 2016）。一個月後，廣東省工會（Guangdong Provinci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2016）亦發佈了類似聲明，但卻直指沃爾瑪。然而地方政府直接領導

下的地方工會對此視而不見，因為他們首要的任務是為地方政府吸引和留住投資者。於是

沃爾瑪得以繼續給工人施加巨大的壓力。許多工人難以承受，只好簽字同意接受新制度。

聯誼會也試圖與海外工會和勞工界保持聯繫，特別是美國的“我們的沃爾瑪”。這是中國

工人首次主動尋求國際聲援（Bos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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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瑪工運的分裂 

 

大約在段毅介入沃爾瑪抗議的同時，另一家內地勞工 NGO“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

（以下簡稱春風）的負責人張治儒也介入運動，8而春風的資助方之一正是 CLB。在聯誼會

的微信群中，段毅開始指責聯誼會的兩位創始人太過謹小慎微，忽視了工人提高工資的願

望，亦沒有組織集體談判，而段毅認為這是鬥爭前進必不可少的一步。段毅還提出，聯誼

會應立即舉行全國範圍的民主選舉，從而建立一個構架完整的組織，設有一個協調委員會。 

 

表面看來，雙方的分歧似乎在於鬥爭策略。張軍的立場，是要在這場反對沃爾瑪的鬥爭中，

儘量減少與政府和官方工會的衝突。他認為，任何嘗試建立超越社交媒體平臺的正式組織

的企圖，都會招來官方打壓。張治儒則認為，進攻性的策略會迫使沃爾瑪同意集體談判。

張治儒的一系列聲明分裂了聯誼會。之後他開始在深圳舉辦培訓沃爾瑪工人的集體談判 

班。9 

 

雙方在聯誼會網路平臺上爆發了激烈的衝突，連續狠毒地指控對方貪婪、勾結官方和腐敗。

這讓沃爾瑪工人感到困惑，參與聯誼會網路的人數大幅下跌。沃爾瑪利用這一機會繼續展

開攻勢，打擊堅決拒絕簽署的工人，秋後算帳。在一些沃爾瑪店，管理層不斷騷擾那些勸

說同事不要簽字的積極分子，然後陸續將他們解雇。儘管最初的官方聲明已經宣佈沃爾瑪

違法，地方工會、政府，以及全總高層，都沒有給工人提供任何幫助。工人們曾去深圳市

總工會尋求支持，但後者卻打官腔，不屑一顧，甚至冷嘲熱諷。深圳沃爾瑪最積極的一個

女工，曾嘗試作為候選人參加工會支部委員會選舉，也曾多次寫信和信訪的方式向不同政

府機構求助。有一次她去深圳市總工會求幫助時，用手機錄了一名高級工會官員對她的斥

責： 

 

 

                                                                 
8
 作者于 2016 年在張治儒的辦公室採訪了他。 

 
9
 此資訊來自於關於這次培訓的手機錄音的文字記錄，培訓日期在 2016 年 8 月 12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5cb76be0102wrz3.html  （2017 年 8 月 4 日下載）（該博客已經刪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5cb76be0102wrz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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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些瑣碎的事情跟我講就是在對企業不滿，對工會不滿。….你到底是怎麼想的？還

是想跟企業戰到底？你就一個人到底想怎麼走？還是等企業抓到你的很多缺點把你炒

掉？還是準備打官司？像王時樹，張利亞那樣？你到底打算怎麼辦？你就一個人聽我

說 他們幫不了你的，網上的那幫人都幫不了你的，其實我們是很想幫你的，你應該

端正你的態度，你和企業產生的長期的矛盾，必須把態度端正了，企業有正常的管理

制度，和企業的態度是一種保持合作的態度，我們也很想幫你 你不改變你的態度誰

都幫不了你….我沒有說你不對….我已經告訴你該怎麼做了，你老是對抗的態度誰都

幫不了你，你如果是我的妹妹我就說你是活該，你如果是我的閨女我就要揍你，我說

你應該站在員工的角度考慮問題… 10 

 

說到這裡，這名官員失去了耐心，於是下令讓保安將她趕出。 

 

自此運動的能量逐漸消散，看不到全總支持的跡象，參與者也就低調起來。聯誼會現在的

工作主要集中在幫助被解雇的積極分子對沃爾瑪進行的個人訴訟。這些失業工人非常渴望

得到一些賠償，但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想向沃爾瑪表明自己不會輕易放棄。每起個案的訴

訟費不等，相等於一到三個月的工人工資（三千到一萬元人民幣）。為此聯誼會展開了眾

籌，成功募得五萬元人民幣。因為得到無償律師的幫助，律師費也省了下來。 

 

與此同時，張軍與聯誼會另一創始人張利亞也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張利亞被沃爾瑪解雇後，

成為了段毅的員工。在此期間張治儒也增強了介入，他和段毅聯手，決心取得聯誼會的控

制權並消除張軍的影響力。根據作者對聯誼會微信群的日常觀察，兩個陣營之間的罵戰已

經墮落到散佈假新聞和進行惡毒人身攻擊（Gong, 2016）。 

 

2017 年年中，段毅和張治儒一方再次呼籲通過選舉建立正式組織。選舉最終用手機短信的

形式在 2017 年 5 月舉行，之後一個新的組織宣佈建立，名為“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

會”（以下簡稱新聯誼會）。 新聯誼會宣佈張利亞是民主選出的執行委員會主席。作者

在撰寫本文之時，聯誼會和新聯誼會之間的謾駡尚未停止。隨著內鬥的繼續，歷時兩年的

                                                                 
10

 摘自 2016 年 9 月 18 日一份錄音的文字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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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瑪鬥爭再也無力阻止資方實施新的工時制度。沃爾瑪已經解雇了數十名相關工人。但

是，這是一場一無所獲的鬥爭嗎？ 

 

從樂觀的角度來看，兩年的鬥爭也造就了一些積極的發展。一批新的勞工積極分子湧現出

來，建立起一個全國性的網路。如果能夠得以維持，這個網路可以在下一輪鬥爭中發揮動

員作用。新的勞工積極分子收穫了許多知識和經驗。他們不僅學到了與資方鬥爭的最好方

式，還認識到了跨越不同工作場所來進行組織的重要性。 

 

一些沃爾瑪工人積極分子身陷管理層的每天激烈騷擾和逼害，使到他們反抗意識越來越

強烈， 也開始培養自我的能動性。隨著運動轉向訴訟的階段，他們更頻繁的交換資訊，

並對鬥爭失敗過程中的種種波折進行事後反思。當初是否應該不應該聽從段毅的建議，

而是繼續罷工？光靠社交媒體平臺是否能夠維繫這場運動？組織來自眾多工作場所的工

人舉行民主選舉是否可行？ 建立結構完善的組織是否會引來政府打壓？ 在尋找這些問

題以及其他一系列問題的答案的過程中（Qiu, 2017），一些工人進而開始討論作者在

這篇文章的前一段講到的“全球勞工 NGO 關係鏈”一節中提到的問題。他們認識到，勞

工世界山外有山，不但可以影響和幫助他們的鬥爭，反之也可能受到他們的影響和成為

這條鏈的一個環節。 

 

結論 

 

本文前半部分敘述了境外勞工 NGO、中國勞工 NGO 和中國工人在過去二十五年間不斷變化

的關係，為的是從歷史視角記載 NGO 在日益增長的私營企業中對勞工運動的作用。正如文

章所評述的，這種關係並非一成不變——它從工人對勞工 NGO 的依附關係轉變為合作夥伴

關係；最近還出現某些沃爾瑪工人積極分子因覺察到雙方追求的利益有所不同而拒絕一些

勞工 NGO 的介入。工人和勞工 NGO 都面臨遭受打壓的危險，但他們可能會選擇不同的策略

以求生存。沃爾瑪工人鬥爭就是一個例子，工人可能希望採取較低調的策略，避免違反任

何法律，在即將面臨打壓時撤退。 但有些中國和境外的勞工 NGO，為了維持經濟上的生存

而去極力滿足境外資助方的願望——建議工人建立更正式的組織結構來進行集體談判。對

於中國政府和全總來說，勞工 NGO 組織工人開展集體談判是侵略性地挑戰工會的壟斷力量。

事實上，在 2017 年初接受過作者採訪的一位開明的工會官員曾說，他曾與曾飛洋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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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地建議他不要接受 CLB 資金或不要高舉集體談判的旗幟。曾飛洋沒接納這個忠告，結

果被捕了成為中國當局的全國宣傳“反面教材”。  

 

張治儒推動沃爾瑪工人組建正式組織，在張軍和其他一些沃爾瑪工人積極分子看來是越過

當局畫的紅線。如果這分析是對的，那麼運動瓦解對張治儒來說是幸運了。因為運動內部

崩潰， 政府和全總就讓沃爾瑪自己來打壓工人。 

 

沃爾瑪事件中暴露了工人和一些更積極的勞工 NGO 之間的利益分歧。有許多問題都是第一

次浮現出來——比如說，勞工 NGO 參與勞工抗爭應到哪個程度？他們對工人罷工的影響該

到哪個程度？勞工 NGO 和工人的利益是必然一致嗎？對那些能反思的勞工 NGO 工作人員來

說，這是一個不斷的困擾著他們的道德問題。正如其中一個在 2016 年末對作者說的，

“我們在運動中的角色必須重新考慮一個新的定位。” 

 

還有一個問題，社交媒體是否可以成為工人的組織工具，尤其是當鬥爭涉及大量工作場所

的情況下。在一個工作場所進行組織，都需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更別說跨越多個工作

場所。聯誼會的兩位創始人在建立該會時，是沒有制定計劃方針的；但當沃爾瑪突然實施

新的工時制度時，聯誼會就被迫出來做個反應。這是工人對沃爾瑪新的剝削手段的一個自

發反應。 

 

與此同時，在中國各地發生的越來越多的勞工事件中，工人開始以自己力量爭取更好的工

作條件和合法權益。沃爾瑪鬥爭也是中國農民工越來越不畏懼跟雇主對抗的又一證據。兩

萬名沃爾瑪工人參加聯誼會微信群，反映出中國部分農民工的意識已提高了

（Franceschini, Siu and Chan, 2016）。當中的原因是多元的——包括人口結構（勞動

力老齡化）、技術（IT 革命;手機）、個人發展（通過積累經驗）和法律（越來越多訴訟）

等因素孕育出勞工自發的行動意識。雖然沃爾瑪鬥爭斬時是失敗了，但它證明了工人已有

能力起來抗爭，成為一股活躍的力量，已不是以前那種野貓式罷工了。 

 

聯誼會網上論壇的觀點是應該歡迎國際上的幫助和聲援的行動，因為這會間接強化沃爾瑪

工人運動。但中國的一些工人已經不願繼續當被教導者的角色，也不願意外界將他們的議

程強加於他們。目前，中國大多數罷工仍發生在單個的工作場所，而不是多地串聯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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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但沃爾瑪工人展示出的很可能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他們通過互聯網和激增的社交

媒體平臺，首當其衝的組織跨越地域的抗議和罷工行動。也許不久之將來，製造行業會出

現組織更完善的跨地域，跨工作場所的勞工抗議活動。如果這種情況大規模發生，除非地

方當局改變政策，開始解決工人的不滿，可能會演變成暴力的抗爭。 

 

沃爾瑪案例中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當局並未進行強烈打壓。工人和勞工 NGO 理解的所謂

紅線其實很模糊，工人仍然有空間在不跨越紅線的情況下舉行抗議行動。以張治儒和曾飛

洋為例，張治儒沒有被捕，但曾飛洋作為政府打壓勞工 NGO 的主要目標，雖然獲釋，但判

他三年緩刑。同在 2015 年底被捕的勞工 NGO 積極分子，除了曾飛洋下屬的一名工作人員

獲刑二十一個月監禁外，其他人都已獲釋（Lai, 2016）。獲刑者的同事認為，他要坐牢

是因為他在緩刑期間再犯事被捕。事實上，在沃爾瑪鬥爭的高潮時，地方當局曾告訴其中

一位組織者，只要他不與境外機構合作，就可以繼續組織沃爾瑪工人鬥爭。也就是說，雖

然當局給工人留有一定空間，但限制了勞工 NGO 的生存空間，因為如果沒有境外資金，他

們最終可能不得不關閉，走另一出路，歸附地方政府， 成為 Jude Howell(2015)勾畫的所

謂“福利主義合併” （welfarist incorporations）。那麼 NGO 就要自我限制，只提供

社會服務的活動（Spiers，2011）。這樣工人將不得不依靠自身的資源和經驗來繼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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